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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联对波罗的海地区的吞并，酿下了民族问题的祸根。为消灭波罗的海地区的抵抗运动，加强对

该地区的控制，苏联领导人通过强制手段推行苏维埃化，并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起了对波罗的海地区的控制体

系。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领导人对波罗的海地区的政策曾有一些积极的变化，但由于对民族问题的错误认识，

苏联领导人对波罗的海地区的政策所造成的问题被长期压制和掩盖起来，联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也日益

突出。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领导人对波罗的海地区的政策失误加剧了该地区的独立倾向，最终造成了苏联

对波罗的海地区控制机制的瓦解和苏联的解体。苏联对波罗的海地区政策失败的教训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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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苏联解体过程的研究中，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独立问题一直是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在此问题上，苏联对该地区的政策失误是造成这一后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冷战结束之后，一些涉及苏联
对波罗的海地区的政策以及波罗的海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档案材料得到了解密。①本文便以这些最新
解密的档案材料为基础，依据相关的研究成果，②通过对苏联时期联盟中央对波罗的海地区政策演变的

考察，对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些因素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苏联对波罗的海地区的吞并与控制

自 13世纪以来，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先后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其中的立陶宛自建国以
后的数百年里都是欧洲一个大国，而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则相继遭到德国、瑞典、波兰、丹麦和沙皇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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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系 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苏联解体过程的俄国档案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 14ZDB062)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这些重要的档案材料有: 1939—1940年关于苏联强行对波罗的海地区进行合并的档案材料，1940—1944 年波罗的海地区抵抗

运动的档案材料和联盟中央对该地区苏维埃化的档案材料，1953年贝利亚对波罗的海地区实行新的民族政策的档案材料，1956年波罗
的海地区民族主义情绪的档案材料，勃列日涅夫时期有关波罗的海民族运动的档案材料，戈尔巴乔夫时期波罗的海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

发展、苏联领导人对该地区的政策等档案材料等。其中的一些档案材料已经在俄国发表或汇编成档案集出版，如: Леонид Максименков，
Признания лубянского маршала． Неизвестный меморандум Лаврентия Берии о положении в Литве в 1953 году，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62，05 августа 2005; Владимирцев Н．И． и др．( сост．) Прибалтий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НКВД、МВД、и МГБ СССР．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осква: Объединен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МВД России，2011等。
这些成果有: Зубкова Е．Ю． Прибалтика и Кремль． 1940—1953，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2008; Таннберг Т．Политика Москвы в

республиках Балтии в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 1944—1956) ．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документы，РОССПЭН，2010; Е．Ю．Зубкова Власть и развитие
этноконфликтн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СССР 1953—1985 Годы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2004，№4; Симонян Р． Х． Страны Балтии в годы
горбачевской перестройки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2003; Кретинин Г． В． Баторшина И． А．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литов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нности на рубеже 1980-х—1990-х гг．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10，№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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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侵略与统治。到 19世纪，这三个国家相继被沙俄吞并。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波罗的海三国
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三国最终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并获得了民族独立。
宣布放弃沙皇俄国遗产的俄国苏维埃政权，在面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情况下，依据民族自决的原则于

1920年同爱沙尼亚( 2月 2日) 、立陶宛( 6月 12日) 和拉脱维亚( 8月 11日) 签署了和平条约，承认了波
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放弃了对这些国家的主权要求。①

“二战”前夕，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苏联致力于在一些边界确立起缓冲地区，其中包括波罗的海地
区。根据 1939年 8月与德国签订的协议，波罗的海三国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1940年 6月 14日，苏联
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 Молотов) 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分别向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政府发送
了苏联政府的声明，在指责三国违反与苏联签署的互助条约之后，要求三国立即改组政府，允许苏联在

三国增加驻军。在下达这一最后通牒的同时，苏联已做好了军事占领这些国家的准备。在这样的形势
下，波罗的海三国不得不接受苏联的要求，相继改组政府，并恢复了苏维埃制度。同年 6—7月，苏联军
队分别占领了这三个国家。8月，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相继宣布加入苏联。②

苏联对波罗的海国家的吞并完全是苏联在国际政治中的强权政治行为，这一行为造成的一个后果

就是波罗的海国家的地下抵抗运动的发展。最初这些民族武装的力量不大，但在苏德战争前夕，它们的
力量得到了迅速发展，活动也急剧增多。
为了加强对波罗的海地区的控制，苏联政府采取了镇压和强制迁移的措施。根据联共( 布) ③中央

和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决议，1941年 5 月对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抵抗武装等地下组织采取了行动，其中
在立陶宛逮捕了 5 664人，强制迁移了 10 187 人; 在拉脱维亚逮捕了 5 625 人，强制迁移了 9 546 人; 在
爱沙尼亚逮捕了 3 173人，强制迁移了 5 978人。④1944—1946年，在立陶宛一共打死了反苏地下武装组
织成员 13 502人，逮捕 15 528人; 在拉脱维亚打死了 1 478人，逮捕 1 859人; 在爱沙尼亚打死了 381人，
逮捕 2 070人。⑤经过大规模的镇压活动，战后波罗的海地区民族主义者的武装斗争逐渐减少，1952 年，
立陶宛民族武装力量总指挥命令停止军事行动，⑥但抵抗运动仍在持续。
在对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武装力量进行大规模镇压的同时，苏联政府还加快了在这些地区进行苏

维埃化的进程，以便确立起对该地区的有效控制。1949年 1月 29日，斯大林( Сталин) 签署了苏联部长
会议决议，其中指出: 接受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部长会议关于把富农家庭、匪徒的家庭和从事非
法的民族主义活动者的家庭等从这些共和国迁移出去。为了贯彻这一决议，在波罗的海地区共计迁移
了 29 000个家庭 87 000人，其中立陶宛 8 500个家庭 25 500人，拉脱维亚 13 000个家庭 39 000人，爱沙
尼亚7 500个家庭 22 000人。这些人被迁往雅库茨克自治共和国、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哈巴罗夫
斯克边疆区、鄂木斯克州、伊尔库茨州等地。通过强制迁移，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波罗的海地区抵抗运
动和反苏维埃化的社会基础。尽管如此，集体化的进展仍然缓慢。1949年初，立陶宛只有 3．9%、爱沙尼
亚只有5．8%、拉脱维亚只有 8%的农户加入集体农庄。⑦

在波罗的海地区推动苏维埃化的进程中，只能依靠共产党的力量。但当时面临的一个突出的问题
是，波罗的海三国共产党组织的力量严重不足。在加入苏联之前，在波罗的海三国，共产党都是非法的，
力量非常弱小。到 1941年波罗的海地区共产党员的数量为: 立陶宛 2 486 人，拉脱维亚 2 789 人，爱沙
尼亚 2 036人。1945年 1月 1 日，立陶宛共产党的数量为 3 536 名，拉脱维亚为 3 592 名，爱沙尼亚为
2 409名，其中包括波罗的海地区苏联红军和内务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干部的严重不足，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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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参见 Зубкова Е．Ю． Прибалтика и Кремль． 1940—1953，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2008，с．18-19; 沈志华执行总主编:《苏联历史档
案选编》( 第 21卷)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 1页。

④⑤⑥ 参见 Владимирцев Н．И． и др．( сост．) Прибалтий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НКВД，МВД，и МГБ СССР． 2011，с．11-
13; с．11-16; с．115-116、122、126; с．306。
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联共。1952年在联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改名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Зубкова Е．Ю． Прибалтика и Кремль． 1940—1953，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2008，с．178．



重制约着国家权力机关各方面工作的开展。为解决这一问题其他地区的干部被派往波罗的海地区，其
中大多数是俄罗斯人。战后初期，通过向波罗的海地区派遣共产党员干部的政策，使得这些地区共产党
员的人数急剧增长，从 1945年 1月 1日到 1947年 1月 1日，共产党员和候补党员的人数在拉脱维亚增
长了 6倍，达 21 037人，在立陶宛增加了 4．6倍，达 16 202人，在爱沙尼亚增加了 5．4 倍，达 12 965 人。①

这一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本地共产党员干部的不足( 并增加了当地民族干部的数量) ，但带

来的另一个问题是: 战前就生活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干部数量要少于外来干部，因而加剧了“外来干部”
和“本土干部”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一直存在于苏联时期。
为了弥补波罗的海地区干部的不足，同时对地方党组织提供支持，培养党的领导人，加强加盟共和

国的党组织，联共中央于 1944年 11月 11日通过了组建联共中央爱沙尼亚局和联共中央立陶宛局的决
议，1944年 12月 29日通过了关于组建联共中央拉脱维亚局的决定。除了在最短时间内在波罗的海地
区进行苏维埃化外，联共中央三个加盟共和国局的特别任务还在于对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进行

监督和控制。毫无疑问，担任这一职务的人都是斯大林非常信任的人。正如战后联共中央主管干部工
作的书记尼古拉·库兹涅佐夫( Николай Кузнецов) 所说，莫斯科对加盟共和国党委书记的挑选非常仔
细，②但联盟中央对这三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并不完全信任。战后初期，同民族主义的斗争成为苏联
领导人对波罗的海地区意识形态工作中最为重要的任务，在这一工作中，苏联领导人特别注意反对各种

民族主义。③

在 1947年初在波罗的海三国最高苏维埃进行选举之后，1947年 3月 24日，联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
关于解散拉脱维亚局、立陶宛局和爱沙尼亚局的决议。但是，这一决议的做出并不代表联盟中央已对这
些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完全信任，而是采用了另外的监督和控制形式———对波罗的海地区加盟共和国
党中央第二书记进行的任命。各加盟共和国第二书记被联盟中央直接派往相应的加盟共和国，他们实
际上发挥了顾问和监督员的职能。其任务为: 对地方领导人的活动进行监督，把加盟共和国发生的事情
报告给莫斯科; 关注加盟共和国的干部政策; 做出积极的榜样，在最为重要的领域成为“建设社会主义
的”先进工作者; 对莫斯科发来的指示进行阐释; 在必要的情况下接受一些申诉和不满，并直接向莫斯
科报告等。虽然为加盟共和国派遣第二书记的实践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但总的来说，联盟中央
一直坚持这一政策。以爱沙尼亚为例，1944—1953 年，莫斯科向爱沙尼亚先后派遣了三位第二书记。
1953年，在贝利亚( Берия) 开始推行新的民族政策之后，在爱沙尼亚担任第二书记的科索夫( Косов) 被
召回莫斯科。最后，莫斯科同意了由爱沙尼亚人担任第二书记。1970 年后，莫斯科恢复了任命第二书
记的权力。④

在苏维埃化过程中，联盟中央对波罗的海各国加强控制的另一措施，就是把在苏联其他地区实行的

官员任命制度推行到这一地区。通过这一制度，党的上级机构可以有许多方法对任命的官员施加影响。
这就决定了联盟中央和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是“保护者”和“被保护者”之间的关系，加盟共和
国领导人通常在联盟中央都有自己的“保护者”。对于地方领导人来说，在中央的“保护者”有助于他们
维护自己的地位，有机会为自己的加盟共和国争取更多的资源等，否则，他的权力和地位将会受到威胁，

甚至被清洗。⑤比如，爱沙尼亚共产党领导人 Н．卡罗塔姆( Каротамм) 同日丹诺夫( Жданов) 保持着良好
的关系，但在日丹诺夫于 1948年去世之后，他就失去了自己的“保护者”，不仅失去了来自莫斯科的有
力支持，而且成为“爱沙尼亚案件”的受害者。正如俄国学者祖布科娃( Зубкова) 所指出的: 这一案件是
一种展示性的清洗，以便对邻近的加盟共和国上层官员进行恐吓。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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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战后初期中央联盟对波罗的海地区政策的形成过程也是联盟中央对地方进行控制的过

程，在这一过程中，联盟中央逐渐建立起了对波罗的海的控制机制。虽然在不同时期中央联盟对波罗的
海地区的政策有所变化，但这一机制一直延续到 1980年代中后期。

二 苏联对波罗的海地区政策的变化及存在的问题

战后初期，苏联领导人通过对民族抵抗运动的镇压、对一些特定家庭的强制迁移，通过官员任命制
度等措施确立起了对波罗的海地区的控制机制，但仍然没有有效解决这一地区的反苏民族主义运动问

题。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领导人对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政策开始发生变化，而这一政策的首倡者则是当
时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席贝利亚。

1953年 5月 8日，贝利亚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了一份关于立陶宛局势的报告。其中指出，在立陶宛
进行的与民族主义地下武装及恐怖匪徒进行的斗争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贝利亚认为，斗争不成功的主
要原因在于内务部中央机构、立陶宛安全部、各州各区的机构几乎都缺乏立陶宛族的干部，并提出了一
些落实“干部本土化”的建议: 撤换立陶宛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康塔科夫( Кондаков) ，让立陶宛人担任
这一职务，为立陶宛人组建特别的肃反人员和警察学校等。此外，贝利亚还提出了当地民族语言的问
题。在他看来，加剧加盟共和国民族问题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公文来往都是用俄语进行的，这不能不对农
村居民、特别是对那些与地下民族主义活动和海外移民有联系的立陶宛知识分子的情绪产生影响。因
此，贝利亚认为，“必须对立陶宛加盟共和国的局势进行充分的研究”，在他看来，类似立陶宛反苏地下
活动的情况在波罗的海其他加盟共和国———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存在，因此必须把三个加盟共和国
的情况结合起来研究这一问题。①

针对贝利亚的报告，苏共中央主席团于 1953年 5月 26日通过了《关于立陶宛局势的决议》。指出:
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和立陶宛部长会议在巩固立陶宛苏维埃机构的工作中存在严重不足，“立陶宛政治
状况不能令人满意的一个主要原因为立陶宛党和苏维埃领导人粗暴地歪曲列宁—斯大林的民族政
策”。为了改变这种不足，决议中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其主要内容是向“本土化”政策转变，其中培训和
提拔民族干部被确定为立陶宛党和国家机构的一项主要的任务。决议废除了区委、市委第二书记、立陶
宛部长会议副代表和当地苏维埃机构副职不从立陶宛人中产生的做法，并且规定: 在公文往来方面转而

使用立陶宛语，在波兰居民占据多数的地区改用波兰语。在这份决议中，消除地下民族主义运动的任务
被置于第六位。②苏共中央主席团的这份决议事实上是承认了在整个波罗的海地区苏维埃化政策的重
大失败。
从已经解密的相关档案材料来看，1953年 5—6月，苏联领导人对波罗的海地区提出了民族政策的“新

方针”，并确定了如下两点内容: 1．放弃把镇压作为一种苏维埃化的主要工具; 2．在干部政策问题、语言文化
问题上开始考虑民族因素。后来，苏共中央在起草关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问题的决议的时候，同样考虑
了在《关于立陶宛局势的决议》中形成的这些想法。1953年 6月，不仅在立陶宛，而且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
亚都召开了加盟共和国的全体会议，讨论关于对苏共中央《关于立陶宛局势的决议》落实的问题。
从贝利亚等苏联领导人的相关报告以及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的相关决议可以看出，苏联领导人已

经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问题，并在尽力解决这些问题。但由于当时政治斗争的
影响，在贝利亚被逮捕后，由他所倡导的民族政策“新方针”同时也遭到批评，被看作是“有害的行为”。
1953年 7月 4日，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就贝利亚问题通过决议，其中指出:“贝利亚企图破坏苏联各民族
的友谊。他在与违背党的民族政策现象作斗争的虚假的借口下，尽力散播苏联各民族之间的仇恨和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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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加剧其他民族对俄罗斯人民的不信任，使加盟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积极活动起来”。民族
政策的“新方针”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要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苏联人民，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的各种表现做坚决的斗争”，以“清除贝利亚在民族关系方面有害行为的后果”。①

在此之后，苏联领导人在民族政策问题上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政策，实质上放弃了由贝利亚所倡导的

新的民族政策。苏联其他地区的干部和劳动力继续大规模流入波罗的海地区，加剧了社会问题，成为
“当地人”与“外来人”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1950 年代后半期，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之
后和“波匈事件”期间，出现了一些政治骚乱和民族冲突。公开的、更多时候是隐蔽的反苏情绪已经成
为波罗的海当地民族社会意识的一部分。而这种情绪反过来又促使苏联领导人对波罗的海地区民族主
义情绪更加警惕，即使在语言问题上也是如此。1959 年，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阿塞拜疆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先后都通过了决议，要求本共和国所有公民学习本民族语言。苏共中央把这些决议看作
是“民族主义错误”，在种种压力之下，上述两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不得不在相关的全体会议上撤销
了这些决议。而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Я． Э．卡恩别尔津( Калнберзин) 和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
第一书记 И． Д．穆斯塔法耶夫( Мустафаев) 还为此被罢免了职务。②

苏联对波罗的海地区民族政策的“新方针”没有进行下去，主要与苏联领导人对民族问题的认识有
关。长期以来，特别是在 1950年代以后，无论是在苏联政府的宣传中，还是在苏联领导人关于民族问题
的讲话中，经常会强调苏联各民族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苏联不存在民族问题。比如，1964 年 6 月 11
日，赫鲁晓夫( Хрущев) 在与伊朗军事代表团的会谈中指出: 苏联虽然有很多民族，但各民族间不存在矛
盾。③1972年 12月 21日，勃列日涅夫( Брежнев) 在苏联成立 50 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也认为: 苏联的民族
关系问题已经完全解决。④虽然苏联领导人也经常会提到苏联的民族主义问题，但主要把其理解为“民
族主义表现”或者“民族主义情绪”。在苏联政府的文件中，民族冲突都被“流氓行动”、“反社会表现”、
“群众骚乱”等各种表述掩盖起来。
对民族问题的忽视，造成了对民族问题的掩盖，并使得相关国家部门不能认清民族主义运动的根源

和本质。比如，在 1960年代初，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把一些反对苏联的活动加强和扩大的原因只看作
是一些知识分子受到民族主义者和外国反苏宣传的影响，认为在一些大学生中存在民族主义情绪的原

因是这些学校的教育工作开展得不够。⑤

苏联民族问题能够被压制和掩盖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联盟中央对地方控制机制的存在，在这一

机制下，一些加盟共和国要求扩大权利的要求受到了压制。比如，1965 年 8 月的时候，乌克兰共产党中
央第一书记 П． Е．谢列斯特( Шелест) 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了一份报告，其中提出了关于赋予乌克兰在
国际上签署贸易协议的权利的要求( 但这些要求都遭到了拒绝) 。从形式上来说，这一建议是完全有理
由的: 乌克兰是联合国成员，苏联宪法中有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原则，但实际上加盟共和国的地位和作用

一直都受到严格的限制，主权原则从来就没有在实践上被认真贯彻。无论是在政治、安全和外交事务方
面，还是在经济事务方面，中央联盟机构起着特别的作用。因而，谢列斯特的提议被看作是乌克兰民族
主义的严重表现，并受到了批评:“乌克兰同民族主义表现斗争不够”，觊觎“特殊作用”，在乌克兰因过
度使用乌克兰语而损害了俄语的使用。经过讨论，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该建议是不正确的，在政治上
是错误的”。⑥1972年，谢列斯特被罢免了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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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联盟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苏联领导人也是有所认识的，也曾进行过解决这

些问题的尝试。1962 年苏联领导人在准备苏联新的宪法草案的时候，打算在宪法中扩大加盟共和国的
权利，更加明确地确定中央和加盟共和国的权利。为此专门组建了一个委员会，并制定了一份特别的报
告，其内容包括苏联民族问题的不足和西方国家对苏联宪法的批评。但是，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这一
工作便没有进行下去，苏联领导人又失去了一次调整联盟中央与加盟共和国关系的机会。联盟中央与
地方的关系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而这一问题在戈尔巴乔夫( Горбачев) 各个时期则又突出起来。

三 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失误与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随着改革政策的实施，联盟中央与波罗的海地区的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阶

段。如果说以前波罗的海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诉求是把本民族语言变成国语、在共和国实行双语
制，以及民族干部的本土化，那么，从 1980年代后半期开始，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运动开始发展为争取
经济和政治权利而进行的公开斗争。

1988年 11月 12日，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在就改进民族关系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争取更多主
权和经济独立的要求，并建议今后以各加盟共和国的基本法律为基础制定苏联宪法。这一建议得到了
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响应。1988年 11 月 16 日，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第八次会议通过了《爱沙尼亚
主权宣言》，宣布在爱沙尼亚共和国内，爱沙尼亚最高权力机关和机构的法律优先。①1989 年 5 月和 7 月
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也都通过了类似的宣言和法律。②波罗的海国家采取的这些措施是前所未有的，也明
显违背了当时的苏联宪法。而这同时也表明，战后初期苏联对波罗的海建立起来的控制体制已受到严
重的挑战，已经开始出现联盟中央对波罗的海领导人失去控制的趋势。
应该指出的是，最初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扩大主权的要求仍然在联盟的框架内进行的，无论是波罗

的海三国的政府还是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社会力量都尚未提出政治独立的要求。1988 年 11 月，根据
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倡议，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组建了关于划分中央和加盟共和国权力的委员会，其中谈

到了签署新的联盟条约的想法。③在 1989年 5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波罗的海各共和国代表团坚决
主张实行共和国经济核算制，拟定了共和国经济独立草案，但政治独立尚未提上议事日程。1989 年，波
罗的海各国的民族领袖们虽然宣称波罗的海国家加入苏联是不合法的，但同时也提出了使其合法的条

件: 即把苏联从一个凌驾于加盟共和国之上并管理加盟共和国的强有力中心改造为一个由主权加盟共

和国组成的联合体。④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在波罗的海居民( 甚至所有苏联人) 的意识中，占主导地位
的观念都相信苏联在政治上是强大的，国家是应该保持统一的。虽然在波罗的海人民的意识中，特别是
在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和政治家的意识中，一直存在着民族独立的梦想，但他们也明白，这个目标距离现

实太远。即便是立陶宛激进主义组织“萨尤季斯”在 1988年 6月成立的时候，其宗旨也只是推进戈尔巴
乔夫式的改革。⑤

应该说，当时存在改革联盟、解决民族问题的机会。但是，联盟中央并没有抓住这一机会，没有及时
就扩大加盟共和国的主权采取任何实际的措施。这就引起了波罗的海各国民族主义情绪的进一步高
涨，并促使争取民族政治经济权益的运动转变成为要求脱离苏联独立的民族主义分离运动。在 1989 年
3月举行的立陶宛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中，“萨尤季斯”得到了立陶宛拥有的 41 个名额中的 34 个，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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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月后事实上掌握了共和国的政权，逐渐成为主导立陶宛脱离苏联独立的一支主要力量。与此同时，拉
脱维亚人民阵线也逐渐发展壮大，在短短的时间内发展到 23 万人( 整个拉脱维亚加盟共和国人口只有
260万) ，其中共产党员约占其成员的 30%，他们开始提出结束苏联占领、脱离苏联而独立的要求。①

在分离主义力量的推动下，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出现了新的特点: 政府力量和民族主义力

量结合起来，并不断向民族分裂主义的立场靠拢，逐步发展为要求脱离苏联、获得独立的政治分离运动。
而这一运动因历史问题而激化起来。
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 50周年之际，波罗的海国家重又提出了关于 1939 年《苏德互不侵犯

条约》之后被并入苏联的决定的法律效力问题。1989年 5月 19 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向苏联人民代表
大会和苏联政府发出声明与呼吁，声明对 1939年苏联与立陶宛签署的互助条约和苏联强行兼并立陶宛
的行为进行谴责，随后请求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苏联政府谴责当时的苏联政府签订的上述秘密条
约，并宣布这些条约是不合法的。②5月 20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发表了《关于立陶宛国家主权》的宣言，
在对 1940年苏联的兼并行为进行谴责后，宣布“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只有国家最高苏
维埃通过和批准的法律才具有效力。未来同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只能建立在国际条约的基础上。”③

1989年 7月 28日，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也发表了关于拉脱维亚国家主权的宣言，对 1939 年签订的《苏
德互不侵犯条约》和兼并拉脱维亚的行为进行谴责，并规定苏联法律只有在经拉脱维亚最高国家权力
机关批准后才能生效。④

1989年 8月 23日，“萨尤季斯”组织了名为“波罗的海之路”的政治活动。波罗的海三国居民组成
几百公里的“波罗的海人链”把三国的首都连接起来，三国有五分之一的居民走上街头，⑤而在前一天，
立陶宛最高苏维埃苏德条约调查委员会也就 1939 年苏德条约等相关问题发表了调查结论，认为: 1939
年苏联和德国签署的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 1940年 7 月 21 日立陶宛国民议会关于加入苏联的宣言以
及 1940年 8月 3日苏联关于接受立陶宛加入苏联的法律都是无效的。⑥

对于波罗的海国家关于谴责 1939年条约的呼吁和因此掀起的民族主义运动，苏共中央做出了激烈
的反应。1989年 8月 27日，苏共中央在《真理报》公开发表了《关于苏联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局势》的
声明，不仅对立陶宛最高苏维埃苏德条约调查委员进行批评，指责该委员会同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
亚的一些分裂主义路线和政治势力联系在一起，而且指责波罗的海国家的领导人没有尽一切努力，把改

革进程纳入正常的轨道。此外，声明还对人民运动领导人和社会组织领导人提出了批评。⑦这一声明的
发表被舆论认为是在施加压力，引起了波罗的海地区居民更大的愤怒。
但是，与这一指责相矛盾的是: 1989 年 12 月苏共中央国际政策问题委员会主席雅科夫列夫

( Яковлев) 在第二届苏联人代会上作了《关于对 1939 年缔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的情况和法律后
果的总结报告》，大会还就此问题做出决议:“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谴责 1939 年 8 月 23 日签订《秘密补
充议定书》的事实以及与德国签订的其他秘密协议。大会认定秘密协议自签订之时起在法律上无
效，不具有约束力。”⑧这样一个决议，无疑证明了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占领是不合法的，也与苏共
中央于 1989 年 8 月 27 日在《真理报》发表的苏共中央《关于苏联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局势》的声明
中的态度相矛盾，这就更加破坏了苏共中央的威信，动摇了联盟中央对波罗的海地区进行控制的

体系。
但苏联领导人显然没能认清形势，仍然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波罗的海三国的领导人和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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Шубин А． В．( сост．) Распад СССР，с．116-118; с．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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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身上。1989年 9月 13日戈尔巴乔夫与波罗的海三国领导人举行会晤，指望三国领导人能够制止民
族分离主义和极端行为。11月 16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把立陶宛领导人请到莫斯科，说服他们不要脱离
苏共。12月 3日戈尔巴乔夫又发布《告立陶宛共产党员》的呼吁书，呼吁团结，反对分裂。但这些都没
有发挥作用。为了迎合本国民众和加强自己的地位，波罗的海三国的一些领导人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
绪的推动下，也开始走上分裂的道路。12月 20日立陶宛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立陶宛
共产党脱离苏共独立的决定》，投赞成票者有 855人，反对者有 160人。之后，立陶宛共产党内部发生分
裂，党员数量急剧下降，从 20万下降至 5．5万人，在 1990年改组后只剩下 3．3万人，1990年 10月改名为
立陶宛劳动民主党。①

立陶宛共产党脱离苏共的行为是苏联领导人当时始料未及的，它威胁到了苏共的统一，加速了苏共

的解体。此后，波罗的海地区的独立浪潮继续发展。在 1990 年 2 月举行的立陶宛选举中，“萨尤季斯”
获胜，取得了最高苏维埃 141席中的 96席。3月，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举行的选举中，拥护波罗的海
国家独立的人也取得了一半以上的席位。②联盟中央完全失去了长期以来对波罗的海进行控制和施加
影响的机制。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为阻止波罗的海地区脱离苏联独立而采取的各种行动都不可避免地
以失败而告终。
造成波罗的海地区独立的因素是复杂的，但与联盟中央对波罗的海地区的政策失误有着很大的

关系。
斯大林对波罗的海地区的吞并和所采取的政策，在这一地区埋下了民族问题的祸根。此后，历史问

题一直是波罗的海地区民族运动的一个主要动因，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不时表现出来。但苏联领导
人一直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尤其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 50 周年之际，面
对波罗的海国家重又提出关于 1939年这些地区被并入苏联的决定的法律效力问题，苏联政府表现出前
后矛盾的立场，不仅使苏共丧失了威信，而且也使得苏联对波罗的海地区进行吞并的合法性荡然无存，

这无疑成为波罗的海地区独立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波罗的海地区的独立运动中，历史问题和民族问题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苏联对波罗的海地区

强行吞并的历史后果造成了该地区的反苏情绪和民族独立力量的发展。对于由历史问题所造成的波罗
的海地区的民族问题，苏联领导人虽然有所认识，并采取过一些积极的措施，但由于其在民族问题上的

错误认识，这些政策没有进行下去，波罗的海地区的民族问题长期被压制和掩盖起来，导致苏联领导人

对民族运动的状况了解不够，不能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自斯大林对波罗的海地区进行吞并之后，苏联对波罗的海地区政策的基础便是联盟中央对这一地

区的控制机制。但这一机制需要联盟中央处理好与地方的关系，特别是要联盟中央要给予地方适度的
权利。但由于苏联领导人未能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对一些加盟共和国提出的关于革新
联盟的请求置之不理，甚至进行压制，这样就放弃了改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改革联盟的良机，最终导致
了这一机制的瓦解和苏联的解体。

(责任编辑 孔令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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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formation of Humanities and Modern Society( A Symposium)
Abstract: There has been continuous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ities and modern society since the late Qing Dy-

nasty． Nevertheless，along with the high-spee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humanities have been impacted by new social fac-
tor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Positively speaking，today we have a new opportunity to conclude and promote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humanities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and the theorization of Chinese experience has been urgently demanded．
Negatively speaking，humanities face unprecedented pressure due to social ideology and academic system as well．

Keywords: humanities，modern society，interactive relationship，Chinese experience，academic system

After“Nora Left Home”: The Trauma of Abandoned Children and Misunderstandings
of Emancipation ( by YANG Lian-fen)
Abstract: Although it had once vigorously promoted the legalization of Chinese women's educ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years of the Ｒepublic of China，the doctrine of“good wife and devoted mother”was denied in the New Culture Move-
ment．“Nora left home”became the myth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female subjectivity after the May 4th Movement． After the rejec-
tion of the doctrine of“good wife and devoted mother”in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abandoned children”became a common
phenomenon in the emancipation of women． Meanwhile，the trauma of abandoned children，via obscure writings，became a certain
modern“fable”，revealing the unconsciousness of father power in the emancipation of Chinese women．

Keywords: the doctrine of“good wife and devoted mother”，individualism，the emancipation of women，the trauma of
abandoned children

The Writing of“Essay”and Its Cultural Logic after the May 4th Movement
( by XU Cong-hui)

Abstract: The academic circle has gained some achievements in the research of“essay”，an important subject in the re-
search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forms． However，lots of issues remain open to discussion，including the context where the con-
cept of“essay”was put forward and its essential cultural logic． ZHOU Zuo-ren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essay”after he read
Buddhist sutras during his stay in the West Mountain to recuperate his health in 1921． The writing of“essays”of ZHOU Zuo-ren
et al． formed a response to revolutionary discourses represented by left-wing literature． Such literary practice implies an effort to
resist revolutionary ecstasy with individual reason，object the instrumentality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with literary beauty，and
deconstruct various forms of“eight-part essays”as stereotyped writing． ZHOU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practice”and“af-
fairs”while depreciates“empty words”and“moral integrity”． He consequently creates a literary paradigm，which is full of wide
knowledge and philosophic wisdom and is characterized by peace，calmness，leisure，ease and bitterness．

Keywords: essay，aesthetic politics，ZHOU Zuo-ren

The Soviet Union's Policies towards the Baltic Sea Ｒegion: Their Changes and Lessons
( by CUI Hai-zhi)

Abstract: The Soviet Union's conquest of the Baltic Sea region resulted in ethnic conflicts．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rebellion
in the Baltic Sea region and to strengthen the control of the region，the Soviet leaders promoted the sovietization by force and es-
tablished a controlling system in the region． After the death of Stalin，the Soviet leaders once made some positive changes in their
policies towards the Baltic Sea region． However，the problems caused by Soviet policies were restrained and covered due to the So-
viet leaders' misguided view of ethnic problems． Thus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Soviet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region was in-
creasingly intensified． During the Gorbachev period，wrong policies towards the Baltic Sea region adopted by the Soviet leaders ag-
gravated the independence tendency of this region，which finally led to the loss of the Soviet control of this region and finall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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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There are serious lessons we should learn from the policy failur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Bal-
tic Sea region．

Keywords: Soviet Union，Baltic Sea，ethnic problems，controlling mechanism，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less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East Asia Strategies of USA and the Ｒesponse of South Korea
during 1969—1972 ( by LIANG Zhi)
Abstract: Nixon administration began to perform strategic contraction in East Asia in the late 1960s and early 1970s． The

measures such as downplaying of EC-121 crisis，decreasing of the U．S． forces in South Korea and the reconciliation of Sino-U．S．
relations vacillated Korea's belief in America's promise of Korean national security and also made Seoul realize that it could not
force Washington to comprise by threatening with its strategic position as it had done before the Cold War． Therefore，Park Chung
Hee administration tried its best to comply and coordinate with America's adjustment of its strategies towards East Asia，in order
to urge Washington to provide more military aids to South Korea，dissuade the U．S． forces from withdrawing，prevent Nixon ad-
ministration from jeopardizing the interests of Seoul in its reconciling the Sino-U．S． relations． Seoul also promoted the defense in-
dependence of South Korea with all its strength and made efforts to improve its relations with communist countries． As a result，
South Korea not only resolved the impact of“Nixonism”to a great extent but also gained some interests． However，in the mid and
late 1970s，the secret nuclear development plan as one of the main measures of South Korea's defense independence made the U．
S． withdraw all its forces in South Korea，so the US-Korean alliance fell into the crisis of trust again．

Keywords: Park Chung Hee，EC-121 crisis，the U． S． forces in South Korea，the reconciliation of Sino-U． S． relations，
crisis of trust

Nixon's Secret Commitment for Ending the Vietnam War: Also on the“Soviet Union
Channel”in U．S．-Vietnam Peace Talks and Its Function ( by SHAO Xiao)
Abstract: In order to end the Vietnam War，American President Nixon finally made a secret commitment to North Vietnam

via the“Soviet Union channel”after he took office: As long as Hanoi agreed to have“a decent interval”after signing the peace
agreement，that is，Hanoi would not attack South Vietnam immediately after the U．S． forces withdrew，U．S． would allow it to unify
Vietnam by war． Nixon's secret commitment made North Vietnam eventually agree to sign the Paris Agreement．

Keywords: Vietnam War，Nixon，secret commitment，U．S．-Vietnam Peace Talks，Kissinger-Dobrynin Channel

The Qingmiaohui Association That Cross Ethnic Groups and Unite Villages in Taomin
Ｒegion on Qinghai-Tibet Plateau: A Ｒestudy of the State Governance Policy towards
Culture Diversity and Its Ｒegional Practice ( by FAN Chang-feng)
Abstract: As a country with diverse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China shall adopt a governance policy that embraces cultural

pluralism towards border areas． For instance，in Taomin Ｒegion where“Han people and Tibetan people influence each other in
terms of customs”in Qinghai，Qingmiaohui Association，as a basic type of social organization，forms multiple“stellar clusters”
that cross ethnic groups and villages． Facing the reality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with different religions in the region，
these cross-village Qingmiaohui organizations create a cultural mode for people to share different cultures and knowledge across
villages． Just like the rotation and revolution of“stellar clusters”，these local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activities play an im-
portant role in keeping a long-term stable and regular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society and the state，showing a good example for
the unity of multiple ethnic groups and local social governance in border areas in China．

Keywords: Qingmiaohui Association，cultural diversity，cross-village，stellar clusters

The Nature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ization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Ｒecognition ( by ZHANG Hai)
Abstract: The past ten years has witnessed the breakthrough in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ization in China． Ｒecognition has be-

come the core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and the lack of recognition has hindered this development．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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